关爱救助留守儿童 如何发挥社会组织的“柔性力量”？
　  2015年9月14日，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放牛的男孩日泽(化名)。由于父母外出务工，日泽和奶奶一起生活。每天放学，日泽第一件事就是去放牛。人民网朱虹摄
 　　编者按：每到岁末年关，打工者盼的就是拿到工钱、买到回家的车票。而留守在农村老家的孩子们，也已经开始倒数与爸爸妈妈团聚的日子。据统计，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0万。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能否健康成长，事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事关国家的发展与未来。孩子们成长中有怎样的悲喜？家庭、政府、社会、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和保护是否到位？留守儿童问题该如何破解？人民网记者赴河南、安徽、贵州、四川、云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以及广东、北京等劳动力输入地采访，推出“十问留守儿童”系列报道，与网友一起探讨。
　　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石咀村完全小学有七个女童班。加上普通班里的女童，整个学校女生比例超过60%。
 　　这所800人规模的小学被大凉山的群峰环抱着，有一个空荡荡的操场和三栋小楼。强劲的山风呼啸过教学楼，把正在上体育课的孩子们的笑闹声吹出很远。
　　在重男轻女风气严重的大凉山，这所女生比男生还多的小学是独一无二的。
 　　“有些教育观念比较落后的家长，还是认为女孩子上学不该超过小学六年级。”凉山州布拖县教育局股长荣敬龙告诉记者。在凉山走访的几天中，记者渐渐了解到，这类家长的人数并不少。
 　　在石咀村完小的女童班里，有孤儿，有极度家贫的孩子，有家中仅有老人的留守儿童，许多本来就处于失学边缘。而她们能够上学的最大理由，就是学校能够负担她们的吃穿住行，减轻家庭负担，同时教会她们良好的自理习惯，让她们与其他不上学的孩子明显地区分开来。
 　　荣敬龙有他的雄心壮志：“山区的贫穷和落后要从根本上改变，就要从下一代的教育开始。而我觉得，要改变下一代，首先要从改变他们的母亲做起。”
 　　这些女童班，是在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的，这是入驻四川凉山州布拖县的诸多基金会之一。荣敬龙告诉记者，一开始只开设了一两个女童班，后来变成四五个，六七个，口碑越传越远，到现在已经有50%的生源来自外乡镇，还不断有家长前来打听能不能送自己的孩子入学。
　　“只要提供一定的资助，再加上规范成熟的管理模式，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家长是希望孩子上学的。”荣敬龙说。
 　　而这些条件，由社会组织来提供，比起政府提供要便利：更自主、灵活的资金来源，精细化的目标管理，多元化的资源参与，主动、热忱的监督和跟进……尽管也会有相应的漏洞和缺陷，但其好处是无法忽视的。
 　　在布拖县，除了女童班，还有福慧之星班、爱心助学班等多个基金会资助的小型项目，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运行。走访了该县补尔乡、洛古乡等好几所中心校的记者看到，那些生活在爱心助学班级的孩子们，无论是孤儿、留守还是极度贫困，都有着更干净的宿舍床单，更整洁的面貌，甚至说着更流利的汉语。
 　　爱心班，只是政府和民间组织携手解决留守儿童等各类儿童失学问题的模式之一。在此次主题采访中，四川当地一些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做法，让记者印象深刻。
　　成都未成年人保护试点：探索社会组织培育之路
 　　“我们的政府现在并没有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团委和妇联在这方面的工作偏倡导性、规划性。而政府中涉及儿童的部门很多——教育，民政，残联，没有一个专门部门去协调方方面面工作。这就导致一旦出了问题，大家都在推卸责任，谁弱势谁就被推出来。”成都市慈善总会秘书长荣道清向记者解释。
 　　在儿童保护领域，这是个“谁都看得见”的问题，困难在于无法越级去解决。法律不授权，政府不能成立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不能专项划拨预算，不能专门安排人员；各主体的资料无法统合，各有各的统计方式，甚至就连处于困境中的留守儿童究竟有多少，也没有足够准确的数字。
 　　“以成都金堂县为例，那是打工第一大县，政府给的数字是有1.3万名留守儿童，当地小学在读生就有6.9万，算下来这个比例不小了，但我们去当地了解，发现比例还要更庞大。”成都“公益故事人”组织负责人彭悠然告诉记者。
　　工作受到多方制约，但工作又必须开展。怎么办呢？
 　　成都市民政局分管相关工作的副局长邱伟认为，在进一步强化和整合政府政策性保护职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成都2013年开展未成年人保护试点以来，探索出的一条很可能行之有效的道路。
 　　每年，成都市拿出逾2000万元作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金，内容覆盖助老、助残、社区服务等多方面，而对儿童福利的支持在其中占大比例。困境儿童救助项下的许多问题，被打包成为一个个的项目，吸引社会组织揽标，提出方案，进入评估。
 　　评估会衡量方案的可行性、合法性、可操作性、经费保障等多个方面，如通过审查，提出方案的社会组织就将获得资金，并在后续执行中继续接受三方评估和监督。项目的执行期间一般为一至三年。
　　“我们重视两类社会组织，一种是枢纽型社会组织，另一种是专业型社会组织。”邱伟告诉记者。
　　枢纽型社会组织：培育社会组织的“母体”
 　　傅艳所属的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就是一种“枢纽型社会组织”。它本身不进行直接对口帮扶，但有自己的法律服务团队和资深公益人，会将许许多多小的社会组织统合起来，为它们提供类似于“母体”或“大本营”式的支持。
 　　作为促进会秘书长，傅艳在公益行业已经摸索十余年，谈论问题坦率、诚恳、老练，提及其他公益组织时，她喜欢用的口头禅是“我们的小伙伴儿们”。
 　　像她这样从事公益平台搭建的资深公益人，在邱伟看来，是社会组织发育的种子。政府如能提供合适的环境，社会土壤又足够友好，各种符合需要的组织就能茁壮成长。
　　而专业型社会组织，则可以凭借自己对特定问题的深入关注，实打实地解决问题。
 　　彭悠然所属的“公益故事人”组织，是由一群关注留守儿童的妈妈们一起成立的，她们最初的活动是到学校去，为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们读绘本故事。
 　　“很多孩子都很享受在妈妈怀里听妈妈讲故事的童年记忆，但很少会有组织会用父母的角色，跟孩子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这是她们的独到之处。”傅艳说。
 　　后来进入凉山调研时，彭悠然注意到了很多父母在外、无人照管的女童。她们卫生习惯不佳，三伏天光着身子，穿着一件没洗过的棉袄四处游逛。彭悠然和她的小伙伴们决定，为女童专门设立一个粉红娃娃项目，给她们提供一个装着卫生用品的粉红小箱子，教她们洗漱穿衣，建立卫生习惯。
 　　“可以贫穷，但孩子要带着尊严和讲究的心生活。我们花时间来教孩子们的清洁卫生，其实也教了女童保护，让她们不是怀着对成年人的恐惧，而是潜移默化地接受那些重要的安全知识。”彭悠然解释。
 　　像她们这样着眼处十分细微的项目，如果直接拿到民政部门的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金评估中，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组织太多，竞争惨烈，无数能实实在在起到作用的项目将被斩于马下。
 　　而傅艳要做的事，就是将大量这样的组织和项目集结起来，打包变成一个“留守儿童扶持关爱”式的项目，梳理经纬，内部评估，再申请政府的基金。
 　　在邱伟看来，枢纽型社会组织在资源整合和社会力量整合方面的作用，是政府所不能替代的，“社会组织感到自身在尽自己的主体责任，而政府只是给它支持，让我按照我组织的宗旨和价值取向去从事我自己的事，这样社会主体才有积极性。”
 　　并且，社会组织从事的服务是全方位的，其中许多并不在政府的职权范围内，但对于帮扶对象又极其需要。成都市选择用“基金支持”而不是“购买服务”的方式去帮助目标人群，也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窘迫。
　　儿童关爱需要社会组织的“柔性力量”
　　在傅艳看来，社会组织是一种柔性的力量，它所起的作用不可替代，并且往往能绕开很多体制内容易卡住的问题。
 　　“我们的法律服务队伍，跟律协、青年律师志愿者和检察院都有合作。体制内讲究属地，比如检察官就很避讳介入其他区县的案件，但以志愿者的身份，他们可以比较轻松地给出一些专业建议，这种角色转换很重要。”傅艳说。
 　　荣道清认为，真正的儿童关爱需要大量专业组织介入，远多于现阶段政府能提供的帮扶。“美国一个州的儿童热线就有上百人专门负责接电话，这意味着背后有个多么庞大的体系在支持。在我国，单靠政府资源是不够的，需要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
 　　不过，邱伟也认为，成都摸索出的模式，不一定适用于全国。“比如凉山，没有成都这样社会组织发展的土壤，可能就不适合这样做。像北上广，可能社会组织发育更为完善，相对也就不需要政府这样去推一把。”
　　他认为，各个地方都需要探索出最适合自身模式的方法，去解决包括留守儿童问题在内的儿童福利整体问题。
　　在凉山州，许多公益组织同样是以项目责任制的规则做事。
 　　荣敬龙根据自己的操作经验判断，将需要扶助的困境儿童“打包”成班，接受基金会的整体援助、评估跟进，就是一种相对合适凉山州的方案。它一方面给家长提供了足够的动力，将零星散落在山沟里的孩子们集中起来就近入学，另一方面也便于追踪孩子们的就学表现，提供后续一对一帮扶。在荣敬龙看来，对大凉山的留守儿童而言，解决教育问题，就是解决了最主要的问题。
 　　凉山缺乏本土生长的社会组织，但有大量关心其困境的爱心人士、公益组织，坚持以各种方式伸入援手。这其中，布拖县入驻的社会组织和吸纳的社会援助资金，都要远远多于周边其他区县，目前已经有隶属于福慧教育基金会、瑞士银行慈善基金会、浙江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等的多个项目入驻。
 　　“政府跟公益组织能不能合作好，最终还是取决于政府的态度，是否真心愿意向公益组织递出橄榄枝。”一位在凉山从事助学多年的公益人士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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